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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论政再思考
——台湾70年代《大学杂志》之研究
2017年7月13日，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在新闻传播学院会议室举办了第27场新
闻学茶座。受邀演说的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主任夏春祥教授，结合自己对20
世纪70年代台湾《大学杂志》的研究，与大家探讨了近代中国文人论政的传统及其
流变。他指出，在自媒体的时代，文人论政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特权，人人都可
以通过“文化治理”体现文人论政精神，继而以生活游击战的方式实践并参与当代
社会的整体发展动力。
在言论传统与新闻实务之间反思文人论政
夏春祥教授首先向师生们展示了宋朝诗人杨万里的名诗《桂源铺》：万山不
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他介绍说，1960
年9月雷震（1897－1979）因《自由中国》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以及参与在
野政党筹组等因素，触犯最高当局被捕入狱；1961年65岁生日时，胡适（1891－
1962）不便亲自探访，却手书此诗赠予身系囹圄的雷震。夏春祥回忆说，在军事戒
严当时，了解这首诗的来龙去脉，令人深受感动。
长期致力于新闻史研究的夏春祥教授以其关于媒体记忆研究享名学界。近年对
文人论政用力甚深，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观点。《识读与媒介：新旧之间的文
人论政》（2013）提出，文人论政指的是在新闻体例尽可能中立地报道事件的前提
下，知识分子有意识地依据自由主义立场，透过管理技术将发表特定评论时所需要
的媒体空间经营出来。《文人论政传统的厘清与辨明》（2014）则进一步指出，以
往的新闻史研究中，提到文人论政，大多数首先联想到的是张季鸾、胡适之等文
人所实践出的一种文化景象，却很少注意到甚至忽略了由英敛之等人在“经营/管
理”上种种作为所扮演的角色。
建立在这样的探索基础上，他尝试将文人论政传统转变成包含「报导 /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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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营 / 管理」与「自由主义」等三种理念要素的分析工具，并以发行于台
湾的《大学杂志》(1968-1987)作为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研讨。
《大学杂志》——探索对象的确立
之所以选择70年代的《大学杂志》，乃是因为它的承前启后有着独特价值。
夏春祥具体介绍说，70年代是台湾社会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社会学者萧阿勤认
为，战后台湾重大的政治、文化变迁始于一九七零年代；作家郑鸿生描述这段时
间为“台湾的文艺复兴年代”。因为先是遭遇退出联合国（1971）、钓鱼岛争议
（1970-1972）等重大挑战。与此同时，党外杂志也得到蓬勃发展，《大学杂志》
就是其中关键刊物。台湾资深评论家南方朔曾在《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一文
中高度评价《大学杂志》的意义，认为其总体影响力超过了五十年代的《自由中
国》和六十年代的《文星》。夏春祥认为，《大学杂志》的重要影响在于它一方面
最早挑战了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法统说”，成为日后党外杂志的起源，另一方面
又在明确而清晰的中国视野里，凸显出关怀台湾社会的现实意义——后来的发展
中，这个绵延的整体分裂为两个对立的范畴——这也使得《大学杂志》的意义更加
明确：它是台湾在统、独政治力量分裂前的一次大合作。
架构与分析——传播媒体的实践
接着，夏春祥教授以文人论政的理念性架构，从“报道/评论”、“自由主
义”、“经营/管理”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大学杂志》的传媒实践。
1、《大学杂志》的“报道/评论”
夏春祥认为，从1968年创刊到1971年改组前，《大学杂志》 内容主要是“校园
文化”。1971年《大学杂志》改组之际，开始了由文学、艺术到政治、社会议题上
的转变。在三周年特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给蒋经国先生的信》，作者署名是陈
鼓应（主要撰稿者）、刘福增、张绍文。信中写道:
“报载先生在六十年度冬令青年育乐工作研讨会中，指出青年人有希望，
国家才有希望；青年人有前途，国家才有前途。并勉励青年们：多讲、多说、
多发表意见。先生说：‘真理是经过辩论才产生的。’这话很对，我们愿在这
里，提供一点小意见，供先生参考。在当前社会中，有不少青年人不愿说话，
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不敢说，或觉得说了也没用……其次，有不少青年人感到政
府不信赖自己，我们这一代青年都是此地教育环境培养出来的。自己培养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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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弟都不信任，还信任谁呢？有感于先生（蒋经国）对青年的关切，因而做
出如下的几点建议：1.多接触想讲真心话的人。2.提供一个说话的场所。3.若
有青年被列入安全记录，而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或出国时，请给予申辩和解释
的机会……”
这是陈鼓应等人对当时国民党下一任接班人蒋经国的建言，这种直接给政治领
袖公开写建言信的方式在当时戒严的台湾从来没有人敢做的。夏春祥认为，《大学
杂志》正是通过这种评论方面的积极努力，反而创造出台湾读者去思索一些在日常
新闻中几乎不被处理、但是极为关键的根本问题，产生了报道的作用。同样，像陈
少廷的《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选问题》一文，显然也是借着评论产生报道的作用。在
已经实施军事戒严20余年的台湾1970年代，《大学杂志》凭借“报道/评论”的功
能迅速吸引读者。
2、《大学杂志》的自由主义
比起以“报道/评论”吸引读者，夏春祥认为，《大学杂志》更为重要的意义
是在贴近人民生活过程中，传递一种民国初年以来被仰望的意识形态——自由主
义。改组之后，《大学杂志》自觉地借鉴《自由中国》的方法，遵循胡适之“从具
体问题下手”的指导，努力在原有的社会体制之下，为各种自由主张争取合理空间
的理论性陈述。比如，邵雄峰的《台湾经济发展问题》借由经济转向政治：
“当前最大的经济问题乃是整个方向道路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上下并没
有充分辩论的机会，而整个社会的命运，就在没有充分大众参与的情形下被决
定了。尤其社会的中下阶层，既没有发言机会，也没有代言的团体，受人摆
布。”
资深评论家南方朔的《这是觉醒的时候了》，同样是将政治与民生相联：
“国家愈忧患，我们书生报国的心智愈坚定；国难当前，我们已抑制不住
的满腔翻浪的热血。现在我们确知有少数的资本家已将其财产存入国外的银
行，并将资金转移到外国投资。而这些台湾的资本家是我们全体国民忍受了农
村的凋敝，老公的低工资，军公教人员的清苦生活，所培养出来的，其有义务
与台湾的的命运认同，我们也有权力制止其将全国百姓的血汗累计的一点资金
挪走。因此，我们主张政府以铁腕手段，制止资金外逃，严惩贪官污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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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还开辟了“自由谈”专栏，提供读者有表达意见的平台；以及令人印象深
刻的一种较正式的口语传播文本——座谈会记录。其中，连战台大法代会主办的
《<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记录》（上）、（下）更是更可以说明杂志在自由主
义追求上的来时路径。
3、《大学杂志》的“经营/管理”
夏春祥认为，台大言论自由座谈会内容的刊出，充分说明了《大学杂志》的
“经营/管理”。据夏春祥对时任台湾大学讲师陈鼓应先生的口述访谈回忆：“讲
完之后，当然我们把记录整理之后，就透过我把这个讲稿在《大学杂志》发表，因
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光在校园里讲不够，应该透过《大学杂志》发表。”一场原本在
大学校园内的集体座谈，透过编辑委员的人际关系网络，由此转化成为影响大众的
传媒内容。在实行军事戒严的1970年代，言论禁忌由此一点点被改变。
夏春祥强调，言论空间的这一逐渐改变过程，乃是在建立《大学杂志》编辑成
员一种新型的管理观点之上，他将这种新型管理观点称为文化治理。在1970年代的
台湾，在内外交困中，国民党准备让蒋经国接班，知识分子抓住当时稍稍松动的政
治环境，巧妙地运用文化治理把政治的议题与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等结合，不断拓
展言论空间。他举例说，授1971年11月份，《大学杂志》轮值主编陈鼓应刊登一篇
旧文《让我们来接受你的革命利剑——追念我的挚友王继春兄》。那是蒋经国1943
年写的一篇悼念文章，陈鼓应在当时台湾紧张的政治氛围中重刊此文，发表后引发
了海内外诸多猜测，被认为是蒋经国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含蓄协议，以拉拢年轻人对
抗党内老一辈保守势力。事实上，此一行为并无政治背景，纯属个人的编辑策略。
在夏春祥看来，这种编辑策略恰恰体现了知识分子文化治理的意识。
同样，在《<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记录》中，当时的座谈会主持人陈玲玉
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可以肯定：在台大，言论绝非不自由，否则，今天的座谈会不可能
召开得成，但是在台大，有关言论自由的制度也绝非健全，否则今天的座谈会
也没有召开的必要。”
夏春祥认为，这种巧妙的发言方式，无需触碰政治禁忌，却能最大程度地启发
读者思考这个问题。还有《大学杂志》关于男性长发问题的讨论，也体现了文化治
理与现实问题的拿捏，更呼应了当时由英国披头士与美国嬉皮所发展出来的青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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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脉动。
从文人论政到文化治理
夏春祥教授表示，法国学者福柯的思想深刻地启发了他对文人论政的研究。福
柯认为，治理是对事物的准确布置，通过安排，将其引向合适的目的。夏春祥由此
认为，文化治理是一种治理术，它有其连续性，无论是谁想要参与并关心国家的治
理都必须懂得怎样自我治理，然后要懂得治理他的家庭、物产、土地，也就是我们
古人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靠经济学模式运用权力的艺术”；治理不只是管理，
还涉及对人与物关系的治理：不仅是人治理物，而且是对治理过程、治理关系本身
的治理；治理术是生活的游击战。1970年代的《大学杂志》，无论是重刊蒋经国旧
文，还是讨论头发问题，都表明了编辑的策略意图。而这一意图，在夏春祥看来， 
表明了早在1970年代，台湾社会内部就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西方六十年代文化运动
及其理念产物——文化治理，由此使得从清末民初鼎革之际由英敛之在大众传媒之
中所表现出来的管理力量得到新的延续——更为深刻且细腻地表现在传媒经营之外
的议题经营、版面经营、读者经营，以及台湾文化升级的社会经营等等。
虽然《大学杂志》后来并不顺利，但是在它摸索前进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在应
对权力挑战中，文章报国的文人论政传统，已经转化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与对
于民众生活的介入和参与，继而酝酿出文化治理的新观念，并在文化治理的酝酿
中，依然作为一种相信培力个人，可以建构大同社会的理想激荡着人心。
社会治理不会徒耗自己的青春光阴
在交流探讨环节，有茶友提问：在大陆，文人论政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
多面的，有时候是正面的，有时候是负面的，该如何看待这种文人论政？夏春祥表
示，文化治理概念也有品味问题，品味有高有低。文人论政不是一个不可讨论的概
念，它本来就不是标准答案，本来就是帮助我们逼近现实的一个概念工具，如果是
逼近现实，我不用让其完全承受着全面正面的评价，事实上，它会带来许多的风险
和危机，这才是在社会的动态过程中，你永远要在文化治理的过程中提出一些想
法。
一位参与茶座的学生提问，文化治理与概念与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相似，
后者认为，各个群体都可以在统治力量管制之下，开拓出自己的空间。但有些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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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文化治理不会产生或者很少产生实质性影响，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夏春祥教授
表示，如福柯所讲，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家庭做起，从小的方面做起，如果加入时间
的概念，你怎么知道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是什么样子？社会治理不
会浪费自己的青春，当有一天把自己治理好了，把家庭治理好了，有一天国家需要
自己了，这便成为丰厚的政治基础。虽然现在的你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想想十年前
的大陆社会，你已经和过去的生活命运很不一样。
这种被描述为“生活游击战”的运动策略或许不能改变现在的整个政治结构，
但是十年之后呢？就像在《大学杂志》中，当自己看到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针对台湾当时剪长发的议题发表文章、表达意见的同时，便可掌握到几十年之后那
种隐藏、潜伏的社会民间力量正在蓬勃酝酿着。
本次茶座由厦大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毛章清主持，《国际新闻界》协办。
（撰稿：厦大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曹立新，厦大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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